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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口老龄化、社会信任与农户宅基地退出

———基于安徽省金寨县６１４户农户样本

孙鹏飞,赵　凯,贺　婧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７１２１００)

摘　要　基于宅基地退出试点区安徽省金寨县 ６１４ 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

Probit模型和分组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农村人口老龄化、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

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信任对农户宅

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信任的两种类型(即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均对农户

宅基地退出行为产生显著积极影响;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均能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

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缓解效应显著,且人际信任的缓解作用要强于制度信任.由此,提

出完善宅基地退出户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提升农户社会信任水平、制定多元化宅基地退出

政策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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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与之相伴的是农村宅基地的低

效利用与闲置荒废[１].这既影响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又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２Ｇ３].为此,国家推行

诸多政策鼓励农户退出宅基地.２０１７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统筹协调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

２０１８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２０１９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稳慎推进农村

宅基地制度改革,拓展改革试点,丰富试点内容.但从现实状况看,农户宅基地退出并不积极[４].原

因在于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加重社会养老负担,家庭养老愈发困难,在农村该问题更为突出[５].据全

国老龄办公布的数据,从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６年,农村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由１５．５５％增至１９．１５％.
而现有宅基地退出政策未关注农户养老问题[６],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
同时,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文化建设始终受到政府重视,农户社会信任

水平不断提升[７].社会信任是农户退出宅基地的心理基石.那么,社会信任会对农户宅基地退出产

生怎样影响? 社会信任水平提升导致农户间、农户与政府间沟通合作增多是否会缓解人口老龄化的

影响? 以及不同类型社会信任的缓解作用是否存在差异?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可以为人口老龄化背

景下分析宅基地退出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在理论上丰富宅基地退出问题的研究内容,在实践中促进农

户宅基地退出、提高农村宅基地利用效率.
纵观现有文献,学者们从农户基本特征[８]、宅基地基本特征[９]、隐形市场特征[１０]、制度保障与政

策激励特征[１１Ｇ１２]等方面研究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因素.但上述研究忽略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加剧

这一现实背景,未考虑社会信任在农户宅基地退出中的作用.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产生是农户基于收

益最大化原则,与政府合作的结果[１３].良好的社会信任,可以通过降低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易变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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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提高农户与他人的合作水平[１４],对农户宅基地退出产生影响.对此,本文以宅基地退出试

点区安徽省金寨县农户为研究对象,运用Probit模型和分组回归模型,分析农村人口老龄化、社会信

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并探讨社会信任在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中的缓

解作用.
本文拟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探索性研究:一是基于农村人口老龄化视角,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农户

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在分析中不仅考虑家中老人,同样考虑即将迈入年老阶段家庭成员带来的

不利影响.二是探究社会信任与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之间的关系.社会信任不仅对农户宅基地退出

行为有直接影响,同时在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中发挥缓解作用.三是基于社会信

任的特征,将其划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分析不同类型社会信任对人口老龄化影响宅基地退出行

为的缓解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深入探究人口老龄化、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１．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产生的老年人口比例增长的

动态演化现象[１５].在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居家养老模式占主导地位.伴随农村人口年龄结构

加速转变和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户其养老负担只增不减[１６].而现有宅基地退出

政策进一步加重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负担:一是政府为降低安置成本,令农户“被上楼”“上高楼”,导致

家中老人日常行动不便[１７],增加农户养老难度;二是现有宅基地退出政策改变农户自给自足的田园

生活方式.农户日常所需蔬菜等食品的供给不再依赖庭院种植,电费、水费等生活支出增加[１８].加

之农村老龄人口因缺乏生产能力和生产技能,经济收入微薄,宅基地退出政策的实施额外增加农户的

养老成本.可见,在现有宅基地退出政策下,农户家庭成员中老人数量越多,额外增加的养老负担越

重,不利于农户退出宅基地.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１: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不利影响.

２．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

社会信任为固定村域内农户长期交往形成的相互信任关系,有助于农户与他人构建稳定的合作

规则和互惠机制,提高合作效率[１９].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产生是其基于个人利益与政府合作的结

果[１３].合作依赖于准确的信息和可靠的执行[２０].农户在做宅基地退出决策(即是否与政府合作)
时,若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政府执行不可靠,会影响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产生.现有宅基地退出政策,虽
宣传力度不断加大,但受宣传手段、方式单一限制,农户对宅基地退出政策相关信息的了解仍不

足[２１],农户与政府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社会信任的存在,可以通过提高农户间信息交流共

享的程度[２２],实现农户获取宅基地退出信息方式的多样性,增加农户对宅基地退出信息的了解,避免

宅基地退出中信息不对称的发生,促使农户退出宅基地.且在宅基地退出政策实施中,农户往往不与

政府直接对话,由村干部或乡镇干部代理执行.现关于宅基地退出政策的法律缺失,对政府执行缺乏

监督[２３],增加了政府执行不可靠的可能性.而社会信任的存在,可以通过农户与村镇干部的有效沟

通,发挥村镇干部的非正式保障作用[２４],降低政府执行不可靠的可能性,有利于农户退出宅基地.
同时,考虑到不同类型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借鉴国内主流研

究,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为纽带,把诸如首要群体、次要群体的亲疏远近定义为人际信任[２５],把依赖

于法律、政策等制度环境,超越人际关系、具有约束力的信任定位为制度信任[２４,２６].前者主要表现为

对家人、亲戚等的信任,后者主要表现为对村干部、乡镇干部等的信任.人际信任的存在,可以通过提

高农户分享信息资源的意愿,使农户获得的信息更加准确、详实[２２],有利于打破信息不对称的局面,
阻止合作中信息不对称的发生,有助于农户退出宅基地;制度信任的存在,则可以充分发挥村镇干部

在宅基地退出中的非正式保障作用[２４].且农户的制度信任水平越高,农户对非正式保障发挥作用的

信心越强,从而降低其对宅基地退出政府执行不可靠的担忧,进而选择退出宅基地.基于此,本文提

出以下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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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２: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具有正向影响.

H２a:人际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具有正向影响.

H２b:制度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具有正向影响.

３．社会信任能否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的不利影响

如上文分析,农户养老难度的增加以及养老成本的上升,会额外加重农户的养老负担,对农户宅

基地退出产生不利影响.宅基地退出政策规定,若农户退出宅基地,会给予农户一定补偿,包括现金

补偿、实物补偿等;但忽略农户的社会养老保障[２７],会阻碍其退出宅基地.而社会信任的存在,有利

于农户在生活中获得亲友支持,实现子女轮流养老或亲友帮扶养老[２８];通过分担养老压力,降低农户

养老负担,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的不利影响.且宅基地退出政策实施处于初始阶段,政
府虽承诺给予农户多项保障,但受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限制[２３],农户对政府承诺保障的信任度不

高.而社会信任的存在,则能通过农户与村镇干部的有效沟通,提升农户对政府承诺的各种保障的信

任(包括养老保障),最终减少农户对宅基地退出后养老问题的担忧,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

出行为的不利影响.
不同类型社会信任对人口老龄化缓解作用的内在逻辑不同.一是人际信任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

缓解作用.人际信任作为影响人际关系的调节因素,对农户间沟通有重要作用[２９].高人际信任农户

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在生活中更易获得亲友支持[２８].且高人际信任农户对压力处理方式更为积极,
抗压能力更强[３０],从而可降低农户的养老负担.二是制度信任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缓解作用.在宅

基地退出中,农户往往与担任政府“代理人”角色的村干部、乡镇干部进行沟通.农户制度信任水平取

决于农户对村干部、乡镇干部的信任[２４].而农户制度信任,可以降低农户对宅基地退出中政府执行不可

靠的担忧,提升农户对政府承诺的各种保障的信任,从而减少农户对宅基地退出后养老问题的担忧.
现实中,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程度和机理可能存在差异,从而引致

其对人口老龄化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缓解作用有所不同.理由如下:一是制度信任作用的发

挥会因村干部、乡镇干部工作能力不足而受到弱化,而人际信任作用的发挥所受约束条件要少得多;
二是农户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农户对家人、亲戚的信任要远胜于对村干部、乡
镇干部的信任.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３:社会信任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

H４:不同类型社会信任对人口老龄化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缓解作用存在差异.

　　二、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１．模型设定

(１)Probit模型.本文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采用现实中农户是否已经退出宅基地来衡量,属于典

型的二分类离散变量.对此,本文选用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构建Probit模型如下:

yi＝αi＋βi１PA＋βi２ST＋βi３PA×ST＋γijXij＋εi (１)
式(１)中,yi 为农户的宅基地退出行为,即是否已经退出宅基地;PA 为农户人口老龄化变量;ST

为农户社会信任变量;PA×ST 为农户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信任变量的乘积项,以检验社会信任对人

口老龄化影响的缓解作用;Xij为第i个农户的第j个控制变量;β、γ 为待估系数;εi 为服从标准正态

分布的扰动项.
(２)分组回归模型.若变量X 对变量Y 的影响,与变量 M 取值有关,则称变量 M 在X 影响Y

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当X 为连续型变量,M 为类别型变量时,可采取分组回归方法,检验变量

M 在X 对Y 影响中的调节作用[３１].鉴于本文选用的人口老龄化变量可作为连续型变量,调节变量

社会信任可作为类别变量,故采用该模型检验社会信任在人口老龄化影响农民宅基地退出行为中的

调节作用.

２．变量选择

(１)因变量.本文因变量为农户的宅基地退出行为,即农户是否已经退出宅基地,答案包括“是＝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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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否＝０”两种情况.
(２)核心自变量.本文核心自变量包括人口老龄化变量和农户社会信任变量.其中,人口老龄化

变量,参考其他领域人口老龄化相关研究[３２Ｇ３３],用家庭人口老龄化率衡量家庭人口老龄化程度.家庭

人口老龄化率是指６０岁以上人口占家庭总人口比例(考虑到现今人均寿命延长,６０岁农户大部分仍

具有生产、自理能力,故在计算家庭人口老龄化率时不包括年龄为６０岁的农户).该指标不仅能够反

映家庭老人数量占家庭总人数的比重,还反映出家庭老人的总数及家庭所承担的养老负担,与本文研

究主题相符.农户社会信任变量,借鉴相关文献[２４Ｇ２５],分别测度农户对家人、亲戚、村干部、乡镇干部

四类人员的信任程度.依据其信任程度从低到高,依次赋值１~５.其中,１代表完全不信任,２代表

不太信任,３代表一般,４代表比较信任,５代表完全信任.在此基础上,运用SPSS１８．０软件进行因

子分析.得到公因子两个,公因子１反映的是人际信任,公因子２反映的是制度信任.最终,根据各

因子得分和方差贡献率,可测算出农户社会信任状况的综合指标,即社会信任＝(５３．８７２％×人际信

任得分＋２４．８６０％×制度信任得分)/７８．７３２％.
表１　社会信任变量说明及因子分析结果

类型 指标 含义及测度 均值 标准差
社会信任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１ 因子２
方差贡
献率/％

人际信任
对家人的信任程度 赋值１~５ ４．８４８ ０．３８５ ０．７５３ ０．０３４

５３．８７２
对亲戚的信任程度 赋值１~５ ４．１５８ ０．７２３ ０．８７８ ０．０７８

制度信任
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 赋值１~５ ３．７９１ １．０６８ ０．２３５ ０．９７１

２４．８６０
对乡镇干部的信任程度 赋值１~５ ３．９４４ １．０７９ ０．１５２ ０．８８５

　　(３)控制变量.借鉴相关研究[８Ｇ１１],本文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农户宅基地拥有

状况三个方面.在户主特征方面,本文假定户主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会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

产生影响;在家庭特征方面,本文假定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家庭人口数会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产生

影响;在农户宅基地拥有状况方面,本文假定宅基地面积、宅基地距乡镇距离会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

为产生影响(见表２).
表２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宅基地退出行为

是否退出宅基地 是＝１;否＝０ ０．５３７ ０．４９９

核心自变量

人口老龄化

家庭人口老龄化率 ６０岁以上人口占家庭总人口比例 ０．３１３ ０．５２８
社会信任

社会信任综合指标 对４个社会信任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后的综合得分 ０．０００ ０．６０７
人际信任 因子分析所得公因子１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制度信任 因子分析所得公因子２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控制变量

户主特征

性别 男性＝１;女性＝０ ０．６１５ ０．４８６
年龄 户主实际年龄/岁 ５６．６２３ １１．７２０
受教育程度 户主受教育年限 ５．０００ ４．１３４
家庭特征

家庭人均收入水平 实际调查的２０１７年家庭人均收入/万元 １．６９１ １．４２３
家庭人口数 实际调查的家庭总人口数 ４．２９９ １．８１５
宅基地拥有状况

宅基地面积 实际调查的农户拥有的宅基地总面积/平方米 １５７．７０５ ８３．２１８
宅基地距乡镇距离 实际调查的农户宅基地距所属乡镇的距离/千米 ６．６３２ ６．２４９

　注:由于在因子分析时采用了标准化处理,社会信任、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变量的均值为０．０００.

　　３．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２０１８年７月到８月对安徽省金寨县农户开展的抽样调查.安徽省

金寨县地处大别山腹地,耕地资源稀少,建设用地分布较为分散,农户宅基地多建设在山区.伴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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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农村人口逐渐向山下基础设施完善区域转移,山区宅基地大量闲置.自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起,该
县启动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行«金寨县农村宅基地自愿退出奖励扶持办法(试行)»,引导农户

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对属于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范围的,给予地上房屋拆除补偿(框架结构６００
元/平方米、砖混结构４３０元/平方米、砖木结构３５０元/平方米、土木结构２５０元/平方米)和宅基地退

出补偿(已确权发证及未确权发证但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场核实且符合规定面积标准的,按７０
元/平方米给予补偿;超出规定面积的,按３５元/平方米给予补偿).截至２０１７年底,金寨县自愿申请

有偿退出宅基地２．０９万户、７．３７万人,复垦农村宅基地３万多亩,取得显著成效.因此,本文选取金

寨县作为研究区域,分析该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考虑到距金寨县城距离不同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可能存在差异,课题组随机选取金寨县城周边

的梅山镇、全军镇和白塔畈镇,距县城较近的槐树湾镇、双河镇、油坊店镇和桃岭镇,以及距县城较远

的青山镇、古碑镇和燕子河镇,并采用分层逐级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选取样本农户.本次调

查共发放问卷６５０份,得到有效问卷６１４份,问卷有效率为９４．４６％.农户问卷调查主要对户主进行

调查,内容包括家庭人口结构及劳动力就业状况、宅基地退出基本状况、社会信任情况、对宅基地政策

和宅基地退出政策的认知、评价状况等方面.

４．样本描述

从样本农户基本特征看,男性占６１．６％;年龄在４６~５５岁的占３０．８％;户主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小

学及以下,其中小学文化程度占比达４２．９％;家庭人数在４~６人的占受访家庭的６１．４％;仅有１块宅

基地的农户占９９．０％;宅基地面积在１０１至２００平方米的占受访家庭的５３．４％;实际耕地面积在３亩

以下的占６０．４％;家庭人均收入在１~２万元的占受访家庭的４３．８％(见表３).总体上看,样本农户

与安徽金寨的实际情况相符,被调查农户及其所在家庭具有代表性.
表３　样本农户的基本情况

类型 选项 人数 占比/％ 类型 选项 人数 占比/％

性别
男 ３７８ ６１．６

宅基地块数
１ ６０８ ９９．０

女 ２３６ ３８．４ ２ ６ １．０

年龄

４５岁及以下 ９８ １５．９
宅基地面积

１００平方米及以下 １７３ ２８．２
４６~５５岁 １８９ ３０．８ １０１~２００平方米 ３２８ ５３．４
５６~６５岁 １５１ ２４．６ ２０１平方米及以上 １１３ １８．４
６６岁及以上 １７６ ２８．７

实际耕地面积

３亩以下 ３７１ ６０．４

受教育程度

文盲 １５９ ２５．９ ３~１０亩 ２０９ ３４．１
小学 ２６４ ４２．９ １０亩以上 ３４ ５．５
初中 １２５ ２０．５

家庭人均收入

１万元以下 １７２ ２８．０
高中及中专 ４０ ６．５ １~２万元 ２６９ ４３．８
大专及以上 ２６ ４．２ ２万元以上 １７３ ２８．２

家庭人数

３人及以下 １９９ ３２．４
４~６人 ３７７ ６１．４
７人及以上 ３８ ６．２

　　三、估计结果与分析

　　在进行模型估计前,采取方差膨胀因子法对所有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VIF 值均小于１０,
不存在共线性问题.进而运用Stata１４．０软件,首先,考察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

行为的影响(方程１);其次,引入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变量,分析不同类型社会信任的影响(方程２);
然后,引入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信任的交互项,考察社会信任能否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

为的影响(方程３);最后,引入人口老龄化与人际信任、制度信任的交互项,考察不同类型社会信任对

人口老龄化影响宅基地退出行为的缓解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方程４).模型估计结果见表４.

１．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

表４中方程１和２的估计结果均显示,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有负向影响,在５％的

统计水平上显著,即６０岁以上人口占家庭总人口比例越高(家中老人数量越多),农户越倾向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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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退出宅基地.样本统计结果显示,家中老人数量为０人、１人、２人的农户中,选择退出宅基地的农

户所占比例分别为６７．２０％、５１．８３％和４３．９０％.随家中老人数量增多,选择退出宅基地的农户所占

比例不断下降.假说１得到证实,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确实有不利影响.
表４　农村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方程１

系数 标准误

方程２
系数 标准误

方程３
系数 标准误

方程４
系数 标准误

人口老龄化 －０．２２２∗∗ ０．０６７ －０．２５１∗∗ ０．０７１ －０．７３９∗ ０．２６３ －０．７２４∗∗ ０．２３５
社会信任综合指标 ０．６２４∗∗∗ ０．０９５ ０．５０２∗∗∗ ０．１１２
人际信任 ０．５５８∗∗∗ ０．０６５ ０．４１８∗∗∗ ０．０８７
制度信任 ０．１７３∗∗ ０．００５ ０．１３２∗ ０．０７１
人口老龄化×社会信任 ０．１１９∗∗ ０．０５９
人口老龄化×人际信任 ０．１３９∗ ０．０７１
人口老龄化×制度信任 ０．０８６∗∗ ０．０３９
户主特征

性别 －０．２１５∗ ０．１０９ －０．１９５ ０．１２４ －０．２２４∗ ０．１１９ －０．２１２∗ ０．１２６
年龄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５
受教育程度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６
家庭特征

家庭人均收入水平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０
家庭人口数 －０．０７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７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６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６９∗∗ ０．０３３
宅基地拥有状况

宅基地面积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宅基地距乡镇距离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PseudoR２ ０．１４４ ０．２１９ ０．１４５ ０．２３２
卡方检验统计量 １２２．４４０∗∗∗ １８５．２８０∗∗∗ １２６．９８０∗∗∗ １９６．９５０∗∗∗

对数似然值 －３６２．６５０ －３３１．２２７ －３６０．３７８ －３２５．３９３

　注:∗ 、∗∗ 、∗∗∗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２．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

表４中方程１估计结果显示,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社会信任能促

使农户选择退出宅基地.假说２得到验证,即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积极影响.此外,
表４中方程２估计结果显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均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该

结果与假说２一致,不论是人际信任还是制度信任,都会促使农户选择退出宅基地.同时,这一结果

也验证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３．社会信任对人口老龄化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缓解作用

表４估计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信任的交互项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表明社会信任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假说３得到验证.随人口老

龄化问题凸显,社会养老负担加重,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户其养老负担只增不减[５],且宅基地退出增加

农户的养老难度和养老成本,额外加重农户的养老负担,阻碍农户选择退出宅基地.而社会信任的存

在,则能通过发挥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的作用,降低农户养老负担、减少农户对宅基地退出后养老问

题的担忧,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
此外,本文深入探究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同类型社会信任对人口老龄化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

的缓解作用是否存在差异.表４中方程４估计结果显示,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与人口老龄化交互项均

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表明人际信任、社会信任均能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

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但从影响强度看,人际信任的缓解作用要强于制度信任,假说４得到验证.
两种社会信任缓解作用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其一,村干部、乡镇干部在宅基地退出中担当带头人和

组织者,具有较强号召力和组织力,能动员农户退出宅基地.对农户来说,村干部和乡镇干部的潜在

作用相当于提供一种非正式制度保障.然而,这种制度信任作用的发挥会因村干部、乡镇干部工作能

力不足被弱化[２２].对样本统计结果也显示,４０．３％的农户认为村干部、乡镇干部在宅基地退出中存

在工作能力不足问题,导致宅基地退出政策执行不规范,从而减弱了制度信任的缓解作用.其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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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水平存在差异,农户制度信任水平不高,制度信任的缓解作用也相对较弱.
由表１可知,农户制度信任均值为３．８６８,而人际信任均值为４．５０３,制度信任水平相对较低,限制了其

作用的发挥.

４．控制变量的影响

户主特征中,性别对宅基地退出行为有负向影响.受宅基地退出补偿标准低影响,农户退出宅基

地重新安置后负债现象普遍,而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男性,与女性相比,男性面临更大的还债压力,导
致男性不愿退出宅基地.年龄对宅基地退出行为有负向影响,年龄大的农户思想较为保守,更看中宅

基地的居住养老功能,不愿退出宅基地.家庭特征中,家庭人口数对宅基地退出行为有负向影响.家

庭人口数越多,宅基地退出后面临的住房压力越大,不利于农户宅基地退出.宅基地拥有状况中,宅
基地面积对宅基地退出行为有负向影响.宅基地面积是农户原有生活状态的反映,宅基地面积越大,
表明农户原有生活越舒适,因满足于现状而不愿退出宅基地.

５．稳健性检验与进一步讨论

考虑到选取的模型会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本文进而选用分组回归模型,采取Logit回归方法,
探究农村人口老龄化、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以进行稳健性检验(表５).具体为:
根据农户人际信任得分,将农户分为低人际信任和高人际信任两组,对比不同组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

基地退出行为影响的差异.表５显示,人口老龄化对两组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在５％统计水

平上显著,且边际效应为负.但从影响强度看,人口老龄化对低人际信任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

影响要强于高人际信任,即人际信任确实能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
根据农户制度信任得分,将农户分为低制度信任和高制度信任两组,对比不同组人口老龄化对农

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的差异.表５显示,人口老龄化对两组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在１％统

计水平上显著,且边际效应为负.但人口老龄化对低制度信任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要强

于高制度信任,即制度信任确实能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同时,据表５
可知人口老龄化对低人际信任和高人际信任两组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的边际效应绝对值差值较

大,为０．２７３,而在低制度信任和高制度信任两组,差值仅有０．０２８.这表明两种社会信任缓解作用存

在差异,人际信任的缓解作用要强于制度信任.该结论证实前述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５　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低人际信任农户

边际效应 标准误

高人际信任农户

边际效应 标准误

低制度信任农户

边际效应 标准误

高制度信任农户

边际效应 标准误

人口老龄化 －０．５２５∗∗ ０．１６２ －０．２５３∗∗ ０．０７５ －０．３４７∗∗∗ ０．１３４ －０．３１９∗∗∗ ０．０８５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PseudoR２ ０．２７１ ０．０８５ ０．２０３ ０．１３２
卡方检验 ４８．８３０∗∗∗ ５６．６６０∗∗∗ ５１．２９０∗∗∗ ６７．６７０∗∗∗

对数似然值 －６５．６９２ －３０４．９６６ －１００．８９７ －２２３．５４８
　注:为对比不同组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的差异,Logit模型估计结果报告的是边际效应,标准误由德尔塔方法

(deltamethod)计算得出.限于篇幅,未报告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由于在因子分析时采用了标准化处理,农户人际信任得分

和制度信任得分均值为０．０００.所以,本文将农户人际信任得分大于等于０．０００的定义为高人际信任农户,人际信任得分小于

０．０００的定义为低人际信任农户;将农户制度信任得分大于等于０．０００的定义为高制度信任农户,制度信任得分小于０．０００的定

义为低制度信任农户.

　　伴随宅基地退出政策大力推进,农户宅基地退出决策愈发理性化[３４].中国老龄化社会已经到

来,作为理性经济人,农户在宅基地退出中不仅担忧家中老人的养老问题,还有即将迈入年老阶段家

庭成员的养老问题.尤其是处于５１~６０岁年龄段的家庭成员,考虑到宅基地退出是长期性过程,该
年龄段成员在宅基地退出后面临的养老问题更加紧迫.对此,本文引入“４１~５０岁比例”“５１~６０岁

比例”变量分别进行回归(见表６中方程１、２).结果显示:仅“５１~６０岁比例”在５％的显著水平上对

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有负向影响.５１~６０岁人口所占比例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产生不利影响,家
庭中该年龄段成员养老负担进一步增加,阻碍农户退出宅基地;而“４１~５０岁比例”考虑家庭成员的

养老问题尚且过早,因此该年龄段结果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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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将“４１~５０岁比例”“５１~６０岁比例”“６０岁以上比例”三个变量同时进行回归(见方程３),
结果与上文一致,再次证实上述分析的准确性.由此得出:在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

影响时,不仅要考虑家中老人,同样要考虑即将迈入年老阶段家庭成员带来的不利影响.而现有研究

在分析人口老龄化问题时,仅关注家中６０岁以上人口比例,而忽略了５１~６０岁人口比例在农户行为

决策中的作用,低估了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如何突出家庭５１~６０岁人口比例在农户宅基地退出

中的具体作用,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表６　家庭人口结构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方程１

系数 标准误

方程２
系数 标准误

方程３
系数 标准误

家庭人口结构

４１~５０岁比例 ０．３０４ ０．２３４ ０．０９５ ０．２４７
５１~６０岁比例 －０．４４３∗∗ ０．２２５ －０．３９３∗ ０．２３７
６０岁以上比例 －０．６１１∗∗ ０．２７１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PseudoR２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６
卡方检验统计量 ６８．８１０∗∗∗ ７１．０００∗∗∗ ７４．４８０∗∗∗

对数似然值 －３９７．９５６ －３９６．８６０ －３９４．４９６
　注:限于篇幅,未报告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考虑到家庭人口结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共线性,在分析前,本文对“４１~５０岁比例”

“５１~６０岁比例”“６０岁以上比例”及其他控制变量进行了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VIF 值均小于１０,不存在共线性

问题.

　　四、结论与启示

　　引导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实现农村宅基地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不仅有利于耕地保护目

标的实现,同样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而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给农户宅基地退出带来新的挑

战,同时社会信任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因此,本文利用宅基地退出试点区安徽省金寨县６１４
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分组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农村人口老龄化、社会信任对农

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人口老龄化、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

显著影响,家中６０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越高,农户越倾向于不退出宅基地;社会信任的提升则能促使

农户选择退出宅基地.第二,从不同类型社会信任影响来看,不论是人际信任还是制度信任,均对农

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三,社会信任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

的不利影响,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的缓解效应均显著,且人际信任的缓解作用要强于制度信任.第

四,控制变量中,性别、年龄、家庭人口数和宅基地面积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促使农户理性退出宅基地,可采取以下对策:第一,完善宅基地退出户的社

会养老保障制度.建立与老龄社会发展需求相符的养老、医疗等保障制度,健全老龄人口生活料理、
精神慰藉等老龄服务体系,减少宅基地退出农户的养老负担.第二,提升农户社会信任水平.积极组

织农村文化活动和生产互助活动,通过合作交流,提高农户间的信任程度;通过在活动中展示村干部、
乡镇干部的工作能力和亲民作风,提高农户对村干部、乡镇干部的信任.第三,制定多元化宅基地退

出政策.根据不同农户的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信任差异,制定适用于不同农户群体的差异性宅基地退

出政策,避免“一刀切”做法影响宅基地退出工作的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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